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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在机制与作用后果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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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高校作

为人才、知识和技术等数字化资源的重要供给方,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对 A 股上市公司官网新闻的文本分析,构建衡量企业层面产学研合作程度的指标,实证检

验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内在机制及其作用后果。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显

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通过人才效应和创新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

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投入的注意力越多,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该作

用对高新技术行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也更加显著。进一步地,产学研合作能够通过推

动数字化转型程度以促进数字化成果的产出。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也为产学研合作和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导,对相关政策的制定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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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Fir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SU Taoyong, WANG K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booster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supplier of digital resources such as talent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Based on text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website news of the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an indicator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academia-industry-collaboration at the firm level. Then we empiri-

cally examine the promotion effect,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 of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fi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endogeneity issue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alent effects and innovation effect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re attention the government invests in basic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he stronger effect of acade-
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effect is also more significant for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firms in
region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level. Further,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can promote the output of digital achievements by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conclusion not only reveal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fir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and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academia-industry collabor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text analysis

一、 引　 言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

技术创新体系,不仅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还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产学

研合作是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1-2] 。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主体,
产学研合作是弥补其内部研发能力的一种创新战略,也是提升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3-4] 。在当前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传统产业亟待升级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另

一重要途径。通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可以通过自主转型与合作转型实现,合作转型包括外部企业合

作转型和产学研合作转型。相较于企业合作转型,产学研合作转型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数字化

人才、知识、技术、专利等数字化资源的重要供给侧,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 。因为在

数字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其稀缺性以及资产专有性均超过财务资本 [6] 。正如华为创始

人任正非在2020年期间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时所强调的,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人
才培养、基础研究等方面起到“灯塔”作用,能够为制造业的良性发展提供稳定的智力输出,奠定后发优

势。例如,三一集团、华中数控长期与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形成了集群化、生态化产学

研融合研发平台体系,突破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7-8] 。因此,在数字化背

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准确理解产学研合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关联,有助于

为产学研合作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产学研合作能否有效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尚未有确切的

实证结论支持。事实上,现有的研究将分析重点放在数字技术如何促进产学研合作上 [9-10] ,相反的效果几

乎被现有文献所忽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二者之间的影响方向与内在机制仅能从其他相关文

献进行推论。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企业持续不断地增加研发投入,并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提
升企业的创新驱动力 [11] 。文献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通过平台效应和资金效应 [12] 、创新融资和信息共享 [13]

等不同渠道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效率和质量 [3-14] 。同时,产学研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

和创新独创性 [15] ,更多的前瞻性知识和技术,赋能企业未来的成长 [4] 。从这一角度说,产学研合作赋予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

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若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数字化技术架构不能有效匹配,数字化转型产生的

收益将会被高昂的隐形成本抵消 [16-17] 。产学研合作主体由于在目标、激励、价值观和文化存在较大差

异 [3] ,容易产生协调和监督问题 [14] 。此外,产学研合作对企业价值的实现存在较大的时间滞后性 [18] 。这使

得产学研合作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教研场景驱动性低、科研成果

适配度低、知识产权争执等现实问题 [5] 。若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产学研合作会导致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低效和失败。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产学研合作—数字化转型”关系的探讨尚未达成共识,二者作

用的方向、机制和边界并不清晰,本文的实证研究有望对已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
鉴于此,本文以协同创新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上市公司官网的新闻报道为数据来

源,借助产学研合作文献和政府政策的语义表述,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反映企业层面产学研合作程度

的指标,考察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并从政府注意力投入、行业属性和市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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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视角对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行了详细解析,最后分析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作用

成果。
本文的创新点和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理论层面。(1)与前人主要研究数字技术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不同 [9-10] ,本文从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视角出发,检验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为产

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提供了实证依据,丰富了产学研合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在关联的相

关研究,拓展了协同创新理论在数字化领域的应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2)目前对

产学研合作影响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理论分析 [5] ,对二者关系的形成机制、影响边界和作用后

果尚缺乏系统性分析和严格的实证检验 [9] ,本文不仅证明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还
考察了政府注意力、行业属性和市场化水平在其中的异质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产学研合作

通过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传导渠道促进数字化成果的产出,这不仅呼应了现有研究对产学研合作如何

提高数字成果转化的呼吁 [19] ,也拓展了协同创新理论的应用情境。(3)已有研究从诸多视角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20] ,但是对处于 VUCA 时代的组织系统来说,难以通过孤立的个体实现组织变

革,需要开放式合作实现数字化转型 [9] 。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和作用后果的

研究框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第二,方法层面。(1)尽管已有文献对产学研合

作与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大多采用问卷调查 [21] 、案例分析 [7-8] 等方法,对二者实证关

系的检验相对滞后。本文利用非结构化的新闻文本数据构建了衡量公司层面的产学研合作指标,对“产学

研合作—数字化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大样本实证检验。这响应了 Perkmann 等(2021) [22] 学者提出的利用档

案数据,而非问卷数据来解决产学研合作模式研究相对分散的问题。(2)不同于以往仅仅通过企业披露的

高校词频数量来衡量产学研合作的研究 [23] ,本文利用关键词“搜索—匹配—加总”的文本分析方法,更加

全面、直接、有效地衡量了不同产学研合作模式背后所反映的合作程度,不仅有效降低了噪声,也为后续相

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数据基础。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重构产品和服务、商业模式、业务

流程、组织结构等,引发组织创造和获取价值变革的过程 [24-25] 。对处于 VUCA 时代的组织系统来说,难以

通过孤立的个体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实现组织变革,需要交换企业内外部的信息和资源实现数字化转

型 [26] 。外向型的开放式创新是拓展技术知识边界的重要保障 [27] ,是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重要补充 [4] 。相
较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更为复杂的组织方式,主要表现为产学研合作过程 [28] ,其内涵本质是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用户等主体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资源共享或者优势互补为前提 [29] ,以共同参与、
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实现知识创造、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的创新组织模式 [30] 。

不同的外部技术来源及合作方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很强的相关性。郑琼洁和姜卫民(2022) [21] 的

研究表明,仅仅以其他企业作为外部技术来源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较为薄弱,而选择大学、科研机构

作为外部技术来源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高。协同创新理论认为,相比企业之间的协同,利益获取的

非竞争性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优势。高校、科研院所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互补性资产和异质性资

源 [17] 。已有研究表明,实现数字化技术对企业的增值作用除了需要投入技术,还需要组织管理模式的重

构、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整、员工技术能力的培训等一系列异质性资源的投入 [31] 。Li 等(2018) [32] 认为,知识

和技能互补的多元化管理团队更能够成功感知并抓住机遇,重新配置组织资源、能力和结构,促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在数字化转型分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高校等强调基础研究的突破,而
企业注重应用类技术的创新,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因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加强与

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此外,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园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还可

7　 第 10 期 　 苏涛永,王柯: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在机制与作用后果———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促进成功案例实践和方法的交流,以克服管理层对采用新技术的负面态度[33]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产学研合作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

1 . 人才机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企业持续的创新和学习,这取决于人的能力 [34] 。业界

和学界的诸多经验证实,数字化人才短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瓶颈 [17] ,尤其是与大数据应用相

匹配的技术人员或高素质的复合型劳动力的供给不足 [35] 。数字化转型需要掌握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大
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前沿技术的人才,特别是对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基础学科和理工科专业有着

较高的要求 [36] 。高校在智能制造、交叉学科融合和新工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37] ,能够为

企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等之间的合作,有助于企业获得大量专业劳动力,这些劳

动力构成了智力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 [38] ,弥补了企业在数字化人才短缺方面的不足。
2 . 创新机制。数字化转型通常需要企业持续不断地增加研发投入,并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提

升企业的创新驱动力 [11] 。研发投入越多、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 [21] 。在各种外部知识

来源中,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组织通过为企业提供科技人才和潜在技术来促进其技术进步 [39] 。现
有研究还发现,产学研合作能够通过校友网络联结 [13] 、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12] 、会议交流等合作模式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效率和质量 [3,14] ,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此外,产
学研合作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和创新独创性 [15] ,更多的前瞻性知识和技术,赋能企业未来的成

长 [4] 。从这一角度说,产学研合作赋予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综
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产学研合作通过人才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假设2b: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产学研合作本身能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合作主体所处的组织制度环境等约束性因素也将产

生不可忽略的影响。由于产学研合作主体在目标导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数字化转型这

类投入高、风险大的创新活动难以有效开展,往往需要政府伸出“帮助之手”,通过制度支持弥补产学研合

作的市场失灵问题 [40] 。不同行业的产学研合作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详见图2),将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转化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也不尽相同。此外,产学研合作作为一项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其运行需要良

好的制度环境。所以下文拟从政府注意力视角、行业属性视角和市场化水平视角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调节机制。
1 . 政府注意力视角。注意力是选择性地关注主观或客观信息的一个特定方面,同时忽略其他感知信息

的认知和行为的过程 [41] 。注意力被视为研究政府行为的新视角,将深刻影响着议题识别、政策设计与执

行。对政府来说,注意力和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时间资源一样有限且宝贵 [42] 。因此,注意力分

配是理解政府对于某一领域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明确此领域未来发展方向的有效方法 [43] 。协同创新涉及知

识的整合共享、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行为的同步优化 [28] ,政府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政策的一致导向性,才能实

现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行动最优同步化。基础研究共同研发和科技人才联合培养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

要内容,如果政府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投入的注意力越多,向此领域倾斜的实际财政资源就越多。如此

一来,越有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
2 . 行业属性视角。行业属性的不同也会影响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资

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受高校产学研的推进作用不明显,而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受益更

多 [44] 。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高,从而使其对各种研发要素的需求程度更高。产学研合

作有助于实现异质性知识、人才在校企间的有效流动和共享,能够较好满足企业对人才、知识与技术的需

求 [12]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数字资源基础。此外,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本身积聚着大量技术和资本资源,
整体技术水平较高,创新意愿较强,通过产学研合作能取得更多的技术进步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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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市场化水平视角。在产学研合作中,由于企业和高校等科研机构在目标导向、利益诉求、研究重点和

知识基础等多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常常面临知识产权模糊、利益分配不清等问题,这不利于合作主体对

异质知识要素的吸收。如果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高,例如要素市场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比较完善、法律

制度环境比较健全等,就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合作承诺、阻碍机会主义行为等方式为合作主体提供

保护框架 [3] ,促进各方对知识要素的吸收。此外,更高水平的市场化程度还能提高产学研主体在研发合作

中共享资源和知识的意愿,通过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3,10] ,促使异质性知识和技术转化为企业

数字转型所需要的资源。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在政府注意力强的地区更显著。
假设3b: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更显著。
假设3c: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原因在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扩

张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的趋势主要体现在2010年以后 [45]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产学研

各主体在线下的合作与交流,导致数量有明显下降(详见图2),为避免样本误差,将样本选择时间截止到

2020年。本文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1)剔除属于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2)剔除 ST、ST∗和 PT 的样本;
(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包含458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

报。产学研合作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官网新闻报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数

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 变量定义与测量

1 . 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认为,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是反映企业经

营战略的可行方式,某类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次数越多,说明企业的注意力和认知水平越高,实际投入

的资源就越多 [23] 。参考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衡量方法 [11,46] 、结合权威政策的定义,本文选取

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五个维度,共计76个数字化转型相关

词频进行分析,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次数总数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Digital)的

指标。为了避免反向因果问题以及考虑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延迟性,被解释变量均选用

t + 1期(Digital t + 1)。
2 . 解释变量:产学研合作。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并非强制披露信息,无法通过数据库批量获

取。现有文献大多利用专利申请人构成、问卷调查、案例分析或模拟仿真等方法,探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

影响。但是专利申请本身是产学研合作的成果体现,无法探究产学研合作影响企业的过程 [47] 。问卷方法的

非标准化、非全面性也限制了产学研对企业影响的深入分析 [22] 。案例分析的小样本特征使得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不足 [7-8] 。模拟仿真等方法也未能基于企业丰富的产学研实践活动进行实证检验。
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是彰显企业科研实力、提升社会形象的重要事件,企业往往会在官网的新

闻资讯等栏目进行详细披露。通常,产学研合作新闻包含时间、地点、合作双方、合作模式、过程、预期成果

等详细内容,这为本文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外,现有研究利用上市公司官网的新闻

报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48] ,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支撑。
产学研合作实践有着丰富的合作模式。Schartinger 等(2002) [49] 学者根据知识互动的正式化程度、隐

性知识的转移、人员接触方式等区分了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与会议、学术创业、非正式研讨、通过项

目培训学生、人员互流等16种产学研合作模式。Ankrah 和 Al-tabbaa(2015) [50] 提出了个人非正式关系、个
人正式关系、第三团体、正式目标协议、非正式目标协议、目标结构五种产学研合作模式。还有的学者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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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合作模式进行了更为简洁的划分。例如,仲伟俊等(2009) [51] 从合作契约的视角,将产学研合作类型划

分为正式合作和非正式合作。
本文利用关键词“搜索—匹配—加总”的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产学研合作指标:(1)搜索:本文结合产

学研合作文献定义、企业实践新闻和政府政策文件,确定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一级关键词,分别是:签订协

议、合作研发、共建平台、创建企业、人才培养、会议交流、考察调研、行业联盟和其他模式。其次,根据9种一

级产学研合作模式关键词确定了90个二级关键词。例如,签订协议模式包含“签署”“签订”等;合作研发模

式包含“研发”“开发”“项目”等;共建平台模式包含“中心” “博士后” “院士” “实验室”等;创建企业模式

包含“公司”“集团”等;人才培养模式包含“实习” “奖学金” “人才” “培养”等;会议交流模式包含“会”
“坛”“赛”等;考察调研模式包含“参观” “考察” “调研”等;行业联盟模式包含“联盟”等;其他模式包含

“公益”“白皮书”“标准”等。(2)匹配:根据上述方式整理的90个合作模式关键词,通过 Python 程序在公司

官网进行大规模的抓取和匹配。(3)加总:最后,对数据进行筛选、删除,最终确定了共计23149条有效的产

学研合作数据。根据本文数据的收集方式,企业的子公司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同样视为和上市公司本身

合作。按照 Perkmann 等(2021) [22] 学者的建议,将每家企业每年产学研合作模式出现的频数进行加总来构

建产学研合作指标(Academia-Industry-Collaboration,AIC),并加1取对数。
产学研合作指标的有效性验证。已有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技术人员数量和企

业创新能力有着强关联 [3] 。为了验证产学研合作(AIC)指标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文进一步考察该指标与

企业研发投入的对数值 (R&D)、研发技术人员的对数值 ( R&D _workers)、企业专利申请总数的对数值

(Patent)的正向关联。其中,本文用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原因在于专利申请量更能反映企

业的创新效果,也更加稳定、可靠和及时。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本文参考现

有研究的做法,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之和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创新能力。
我们参考模型(1)(见下文)的控制变量,将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放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
示。产学研合作指标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技术人员数量和企业创新能力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产

学研合作指标构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表1　 产学研合作变量的有效性验证

变量
(1) (2) (3)
R&D R&D_workers Patent

AIC
0. 080∗∗∗ 0. 065∗∗∗ 0. 191∗∗∗

(4. 072) (3. 320) (4. 897)

_cons
- 1. 804∗∗ - 9. 376∗∗∗ - 3. 663∗∗∗

(- 2. 484) (- 19. 544) (- 4. 333)
Control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N 3317 3320 4560
R-sq 0. 686 0. 589 0. 346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限于篇幅,省略控制变量,下同。

3 . 机制变量。(1)人才效应(Masterate i + 1)。本文用企业内部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衡量 [12] ,并选

用 t + 1期。(2)创新效应( Innovation i + 1)。本文用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衡量 [52] ,并选用 t + 1期。
4 . 调节变量。(1)政府注意力(Attention)。高校是基础研究的“高地”和高质量科技人才的重要供给方。

政府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方面的注意力越多,产学研合作的效果越好。本文对2007年至2021年的274份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本文分析,共统计“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27个关键词词频 [43] 。其中,“基础研

究”参考201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炼出以下关键词,包括:基础研

究,科学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原始创新,关键技术,社会公益技术。“科技

人才”关键词包括:人才资源,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人员,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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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创新团队,人才队伍,创新创业,科
研人员,双创,创新驱动。根据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总数构建政府注意力指标。(2)市场

化水平(Market)。参考樊纲等(2011) [53] 的研究,本文根据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

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五项指标构建市场化总指数。
(3)行业属性(Hightech)。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来自科技部对高新技术领域的认定,本文参考潘越等

(2017) [54] 的研究,将以下行业确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医药制造业、铁路传播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化学纤维材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行业归为非高新技术企业。如果企业属于高新技术

行业,则赋值为1,否则为0。
5 .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

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 Lnsize)、企业年龄( Lnage)、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

(RO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结构(Fasset)、营业收入(Lnor)、企业所有权性质(SOE),以及公司治理层

面的两职合一(Duality)、独立董事占比 ( Indepen)、CEO 平均任期 ( Avetenure)、CEO 平均年龄 ( Aveage)、
CEO 平均学历(Avedegree)。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行业竞争度(HHI)。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含地区经

济水平(GDP)、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eco)。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不同省份、行业有着较大的

差异,为了减轻省份和行业异质性的影响,以及避免宏观经济环境的时间变化趋势,本文对年份(Year)、行
业( Ind)和省份(Pro)进行了固定效应控制。以上所有变量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如表2所示。为了消除极端值

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表2　 主要变量定义与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测量方法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次总数

产学研合作 AIC 企业每年与高校院所开展的各类合作模式的频次总数

企业规模 Ln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Lnage 企业观测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加1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ROA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净资产收益率 ROE 企业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

资产结构 Fasset 固定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之比

营业收入 Lnor 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

企业所有权性质 SOE 若企业为国有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两职合一 Duality 若企业 CEO 和总经理为同一个人,赋值为1,否则为0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en 企业独立董事与全部董事的比值

CEO 平均任期 Avetenure CEO 担任总经理职位期限的平均值并进行标准化

CEO 平均年龄 Aveage CEO 年龄的平均值并进行标准化

CEO 平均学历 Avedegree
基于 CEO 的最高学历计算 CEO 学历的平均值并进行标准化 (1 = 中专,2 = 大专,3 = 大

学,4 = 硕士,5 = 博士)

行业竞争度 HHI
即赫芬达尔指数:行业内的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的比值的

平方累加

地区经济水平 GDP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Digitaleco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包含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的综合指数

(三)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并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Digital i,t + 1 = α0 + α1AIC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1)

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Digital i,t + 1表示企业 i 在 t + 1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AIC i,t表示企业 i 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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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产学研合作程度。∑CV 代表控制变量,∑Year、∑Ind 和∑Pro 分别表示时间、行业和省份的固定效应。
ε i,t为随机扰动项。根据前文理论假设,如果 AIC 的系数 α1显著为正,则表明产学研合作促进了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与假设1相符。

四、 中国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的描述

图1报告了2000—2020年上市公司在官网披露的产学研合作年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除了2020年,上
市公司的产学研合作数量逐年增加,尤其从2010年开始产学研合作数量大幅增加。这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的快速扩张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的趋势主要体现在2010年以后相一致 [45] 。这说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产学研各主

体在线下的合作与交流,因此数量有所下降。

图1　 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分年份统计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数量最多的前30种行业进行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产学研合作程度最高,合作数量达到2072次。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技术要求较高行业

的产学研合作程度也较高,产学研合作数量均超过1000次。此外,由图2还可以看出,制造业企业的产学研

合作程度较高,制造业产学研合作数量占所有行业(前30种行业)产学研合作总数量的比例高达67% ,其
他行业占比相对较低。这表明产学研合作在行业间有较大的差异。

图3报告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分地区统计信息,可以看出产学研合作存在显著

的地域差异,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有着绝对优势,而在中西部较不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数量明显较

少。其中,广东省以3528次产学研合作数量位居第一,占比达到全部省份的18% 。产学研合作较多的省份分

别是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与上海市,其产学研合作数量占产学研合作总数量比例均高

于5% 。而产学研合作较少的省份分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青海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重庆市、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天津市,其占比均低于1% 。这说明产学研合作不

仅存在较强的区域聚集性,还与经济发展水平或制度环境存在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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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分行业统计

图3　 上市公司产学研合作分地区统计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Digital)的均值为16. 762,最大

值为142,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32. 285,可见上市公司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较大。AIC 表示产学研合

作,最大值为3. 401,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 702,也表明上市公司间的产学研合作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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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N Mean p50 SD Min Max VIF
Digital 4345 16. 762 3. 000 32. 285 0. 000 142. 000 1. 230
AIC 4345 1. 386 1. 386 0. 702 0. 000 3. 401 1. 020
Lnsize 4345 22. 411 22. 237 1. 245 19. 122 25. 850 6. 000
Lnage 4345 2. 879 2. 890 0. 338 1. 099 3. 497 1. 260
ROA 4345 0. 040 0. 038 0. 066 - 0. 290 0. 272 7. 590
ROE 4345 0. 063 0. 073 0. 138 - 0. 854 0. 460 6. 760
LEV 4345 0. 432 0. 427 0. 196 0. 054 0. 940 2. 070
Fasset 4345 0. 194 0. 161 0. 145 0. 002 0. 723 1. 050
Lnor 4345 21. 729 21. 587 1. 406 17. 470 25. 283 6. 090
SOE 4345 0. 301 0. 000 0. 459 0. 000 1. 000 1. 260

Duality 4345 0. 298 0. 000 0. 457 0. 000 1. 000 1. 140
Indepen 4345 0. 375 0. 333 0. 054 0. 200 0. 571 1. 030
Avetenure 4345 4. 594 3. 750 3. 649 0. 083 14. 750 1. 070
Aveage 4345 51. 398 51. 000 9. 739 33. 000 115. 000 1. 530

Avedegree 4345 3. 603 4. 000 1. 055 1. 000 9. 000 1. 500
HHI 4345 0. 185 0. 137 0. 159 0. 040 1. 000 1. 020
GDP 4345 1566. 635 1119. 060 1362. 375 184. 320 6582. 210 1. 070

Digitaleco 4345 1. 509 1. 583 1. 027 - 0. 591 2. 859 1. 070

(二)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报告了不考虑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的回归结果,AIC 的估计系数为2. 902,且在1% 水平下显著。列(2)报告了考虑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AIC
的估计系数降低至2. 187,但依然在1% 水平下显著。由图2和图3分析可知,产学研合作在行业和省份间分

布广泛且存在较大差异,再加入年份、省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后重新进行回归,列(3)AIC 的估计系数有所

下降(α = 1. 695),但是依然在1% 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从经济意义上看,如果产学研合作增加1个百分

点,将使得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增加1. 695,相对于样本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16. 762而言提升了10%
左右(1. 695 / 16. 762 × 100% )。这说明,不管是在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产学研合作确实有助于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AIC
2. 902∗∗∗ 2. 187∗∗∗ 1. 695∗∗∗

(5. 260) (3. 360) (3. 270)

_cons
9. 752∗∗∗ - 7. 255 - 41. 626∗∗∗

(12. 694) (- 0. 730) (- 4. 482)
Control 否 是 是

Year / Pro / Ind 否 否 是

N 6698 4345 4345
Adj. R2 0. 005 0. 156 0. 463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三) 内生性检验

前文的基本研究结论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一方面,产学研合作能够为企业提供人才、技术、知识等

异质性资源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转型绩效越好,对产学研合作

的需求就越多。为了避免因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本回归中已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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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除此之外,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
本文采用合作院校等级和高管学术经历作为工具变量。(1)合作院校等级(Degree)是根据2022年全国

高等学校名单,将国家“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其他高校分别赋值3、2、1,将中国工程院、中国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同于“985工程”高校,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院所等同于

“211工程”高校,其他科研院所赋值为1 [12] 。由于高校间存在一定的分层格局,等级越高的高校,在生源与

校友质量、师资水平、科研经费、社会声誉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领先优势 [12] 。因此,高校的等级越高,越吸引

更多的企业合作,企业和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程度越高的同时并不会对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产生影

响,从而与其数字化转型程度无关,因此符合外生性要求。(2)高管学术经历是指企业高管团队内高管具

备在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协会正式任职的经历 [55] 。其中,高管是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之外对企业经营管理

具有直接决策权力的管理人员,包含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总
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56] 。本文构建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的虚拟变量,如果高管具有学术经历则赋值为

1,否则为0。如果高管具有在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协会正式任职的经历,那么校企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频繁,能
够有效扩展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关系网络[23] ,但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符合外生性要求。

通过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后发现,合作院校等级和高管是否具有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显

著影响,而在第二阶段剔除干扰因素后,产学研合作仍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表5汇报了工

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不可识别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结果在1% 的水平上显

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 F 检验

在10% 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显示 p 值大于0. 1,接
受原假设,说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要求。此外,为了稳健起见,本文使用了对弱工具变量更不

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产学研合作依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程度,因此本文结论保持稳健。

表5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1) (2)
2SLS LIML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AIC
4. 840∗∗ 4. 852∗∗

(1. 775) (1. 782)

_cons
- 43. 23∗∗∗ - 43. 23∗∗∗

(11. 87) (11. 87)
Control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N 4580 4580
R-sq 0. 437 0. 437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658 . 938∗∗∗ 658 . 938∗∗∗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356. 616
[19. 93]①

356. 616
[19. 93]

C 统计量 P = 0 . 1119 P = 0 . 1119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四) 稳健性检验

1 . 更换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本文参考赵宸宇等(2021) [57] 的做法,对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

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共计99个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同样,本文用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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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数量之和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回归结果如表6列(1)所示,与表4结果一致,产学研合作在1% 水平上

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α = 5. 931),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备有效性和可靠性。
2 . 更换产学研合作衡量指标。本文在基准回归结果采用的词频数据存在一定噪声,本文参考申宇等

(2017) [13] 的做法,对归纳的九种产学研合作模式按照正式程度进行1—9分的权重赋值,经过处理后的指

标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2)所示,产学研合作依然在1% 水平上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α = 0. 963)。
3 . 更换回归模型。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左截尾特点,本文在表6列(3)汇报了控制时间、省份和

行业固定效应的三重 Tobit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IC 的估计系数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2. 782),这
与表4的回归结果一致,证明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4 . 考虑时间因素。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产学研合作样本数量明显减少,会对结果造

成潜在的偏差。此外,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及逐步应用的趋势主要体

现在2010年以后 [45] ,因此同时也删除了2010年之前的数据。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4)所示,企业产学研

合作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依然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1. 691),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稳健。
5 . 排除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可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有夸大的可能,存在策略性宣传的嫌

疑 [45]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做法 [58] ,开展了以下检验:(1)剔除了与高科技、计算机、互联网、主营业务与软

件相关的企业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属于高新技术行业的较多,天然地与数字化、互
联网、大数据有联系。(2)企业是否披露与数字化相关的信息受策略性行为的影响,本文剔除数字化词频

为0的企业。(3)剔除样本期间由于信息披露问题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处罚的企

业。(4)借助模型估算企业数字化转型词汇的正常披露数量,将残差值位于前25% 的企业删除后重新进行

检验。表6的列(5) 和列 (8) 报告了相应的检验结果,AIC 的系数均至少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 α =
1 . 874,α = 2 . 652,α = 1 . 729,α = 0. 652),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不受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更换因变量 更换自变量 更换回归模型 考虑时间因素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AIC
5. 931∗∗∗ 0. 963∗∗∗ 2. 782∗∗∗ 1. 691∗∗∗

(4. 958) (2. 661) (4. 193) (3. 089)

_cons
- 38. 617∗ - 42. 021∗∗∗ - 95. 904∗∗∗ - 41. 456∗∗∗

(- 1. 916) (- 4. 516) (- 7. 714) (- 4. 308)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是

N 4345 4345 4345 3713
Adj. R2 0. 467 0. 463 - 0. 439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续表)

变量
(5) (6) (7) (8)

排除企业策略性行为

AIC 1. 874∗∗∗

(4. 293)
2. 652∗∗∗

(2. 975)
1. 729∗∗

(1. 908)
0. 652∗∗∗

(2. 890)

_cons - 36. 524∗∗∗

(- 2. 724)
- 67. 475∗∗∗

(- 4. 002)
- 51. 143∗∗∗

(- 4. 381)
- 33. 861∗∗∗

(- 1. 908)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是

N 1782 2634 3637 4100
Adj. R2 0. 427 0. 403 0. 392 0. 401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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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扩展性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阐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通过人才效应、创新效应发挥渠道作用。
本文借鉴 Baron 和 Kenny(1986) [59] 的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设定如下的路径检验模型:

Digital i,t + 1 = β0 + β1AIC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2)
Masterate i,t + 1 = β0 + β1AIC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3)

Digital i,t + 1 = β0 + β1AIC i,t + β2Masterate i,t + 1 / Innovation i,t + 1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4)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人才效应的检验结果如列(1)至列(3)所示。列(1)报告了模型(2)的检验

结果,AIC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α = 1. 802),说明产学研合作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列(2)报告

了模型(3)的检验结果,AIC 的估计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0. 609),说明通过科技人才的增加能

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列(3)报告了模型(4)的结果,Masterate i + 1 的估计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

(α = 0. 579),AIC 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和 t 值均低于模型(2)(α = 1. 758),并且 Sobel Z 值在1% 的水平上

显著。此外,通过 Bootstrap 检验可知,所有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假设2a 得到验证。①

创新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的列(4)至列(6)所示。列(6) Innovation i + 1估计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

为正(α = 130. 162),AIC 的估计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1. 575),说明通过创新的增加能够显著促

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样,模型(4)中 AIC 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和 t 值均低于模型(2),并且 Sobel Z 值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同样显示所有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假设2b 得

到验证。②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人才效应 创新效应

(1) (2) (3) (4) (5) (6)
Digital i + 1 Masterate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Innovation i + 1 Digital i + 1

AIC
1. 802∗∗∗ 0. 609∗∗∗ 1. 758∗∗∗ 1. 695∗∗∗ 0. 001∗ 1. 575∗∗∗

(3. 302) (4. 535) (2. 706) (3. 270) (1. 683) (2. 872)

Masterate i + 1
0. 579∗∗∗

(5. 086)

Innovation i + 1
130. 162∗∗∗

(4. 700)

_cons
- 43. 213∗∗∗ 1. 535 - 43. 217∗∗∗ - 41. 626∗∗∗ 0. 065∗∗∗ - 54. 926∗∗∗

(- 4. 436) (0. 555) (- 3. 812) (- 4. 482) (7. 899) (- 5. 427)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300 3282 3389 4345 4165 4017
Adj. R2 0 . 457 0 . 275 0 . 473 0 . 463 0 . 402 0 . 468

Sobel Z p 值 - - 0. 000 - - 0. 061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二)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构建模型(5)以检验在不同的政府注意力水平下,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对
高新技术企业和市场化水平的检验,将 Attention 分别替换成 Hightech 和 Market,其他变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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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还用技术人员数量 / 员工总数衡量人才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AIC 的系数显著为正。
本文还用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创新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AIC 的系数显著为正。



Digital i,t + 1 = γ0 + γ1AIC i,t + γ2Attention i,t + γ3AIC × Attention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5)
表8　 调节效应交乘项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AIC 1. 462∗∗∗

(2. 622)
1. 127∗∗

(2. 279)
1. 332∗∗∗

(2. 740)

Attention
- 0. 006

(- 0. 625)

AIC × Attention 0. 012∗

(1. 871)

Hightech 1. 510∗

(1. 721)

AIC × Hightech 2. 364∗∗

(2. 447)

Market
- 0. 534

(- 0. 823)

AIC × Market 0. 651∗∗

(2. 348)
Control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N 4237 4344 4248
Adj. R2 0. 459 0. 464 0. 467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表8是利用模型(5)对假设3进行检验的结果。根
据列(1)的结果,加入政府注意力变量 Attention 和其

交乘项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依然

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α = 1. 462),Attention 的回

归系数值不显著为负。AIC × Attention 的系数估计值显

著为正,且在10% 水平上显著(α = 0. 012)。表明政府

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方面的注意力越高,产学研合

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就越显著。假设3a 得

到支持。根据列 (2 ) 的结果,在加入高新技术企业

Hightech 和其交乘项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1. 127)。Hight-
ech 的估计系数值显著为正(α = 1. 510),表明高新技

术企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AIC
× Hightech 的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 ( α = 2. 364)。这
表明相较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对产学研

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促进效应更强。假设3b
得到支持。根据列(3)的结果,加入市场化水平 Market
和其交互项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α = 1. 332),Market 的回归

系数值不显著为负(α = - 0. 534)。AIC × Market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且在5% 水平上显著(α = 0. 651)。
这说明市场化水平程度越高,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假设3c 得到支持。

为进一步验证调节变量对主效应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三个调节变量进行分组检验,分别将样本

分为高政府注意力和低政府注意力两组、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两组、高市场化水平和低市场化

水平两组。表9的前两列结果显示,当政府对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的注意力高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更强,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2 . 366)。当政府的注意力低时,二者关系为正但并不显著

(α = 0 . 470)。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当企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更强,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2 . 394);当企业不属于高新技术行业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α = 0 . 189)。最后两列结果说明,当企业位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时,产学

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强,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2 . 669),当企业位于市场化水平低的

地区时,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α = 0. 464)。上述分组回归检验结果与交

乘项检验结果含义一致,说明本文调节效应结果的稳健性。

表9　 调节效应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高政府

注意力

低政府

注意力

高新技术

企业

非高新技术

企业

高市场化

水平

低市场化

水平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 i + 1

AIC
2. 366∗∗∗ 0. 470 2. 394∗∗∗ 0. 189 2. 669∗∗∗ 0. 464
(3. 496) (0. 486) (3. 170) (0. 284) (3. 508) (0. 734)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613 1624 2612 1932 2645 1603
Adj. R2 0. 420 0. 506 0. 472 0. 478 0. 470 0. 495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81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2023 年



(三) 作用后果检验:数字化成果

产学研合作是推动创新要素聚、提升创新供给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重要系统,以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目标 [19] 。上市公司关键词的词频分析仅代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和程度,但是产

学研合作是否能切实促进企业数字化成果的产出,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本文取自 CSMAR 企业转型数据库中的数字创新标准工作、数字创新论文数量、数字国家级奖项三类

成果指标,并将三类成果的数量进行加总,构建了衡量数字化成果的指标(Digitalproduct i,t + 1 )。其中,数字

创新标准工作是当年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数量和当年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数量之和,标准名称中均涉及数字

化关键词。数字创新论文数量是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国外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之和,其中,国内期

刊发表的论文来自中国知网,涉及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学科,国外期刊发表论

文来源 Scopus,限定学科 Computer Science。数字国家级奖项指标是指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名称涉及数字化关键词。与前文做法一致,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设定如下

的路径检验模型:
Digitalproduct i,t + 1 = δ0 + δ1AIC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6)

Digital i,t + 1 = δ0 + δ1AIC i,t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7)
Digitalproduct i,t + 1 = δ0 + δ1AIC i,t + δ2Digital i,t + 1 + ∑CV + ∑Year + ∑Ind + ∑Pro + ε i,t (8)

表10报告了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成果的中介效应结果。列(1)报告了模型(6)的检验结果,AIC 的系

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0 . 187),说明产学研合作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成果。列(2)与前文表5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产学研合作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α = 1 . 823)。列(3)报告了模型(8)的结果,
Digital i + 1的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正(α = 0 . 007),AIC 的系数则在数值和 t 统计值上均有所下降(α =
0 . 173)。此外,中介效应 Sobel 检验显示,对应的 Z 统计量在1% 的水平上显著。本文主结论所发现的产学

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数字化成果的有效产出。这说明产学研合作体

系能够通过数字人才链、技术链、创新链多链融合回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推动数字科技成果转化[19] 。

表10　 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成果的影响

变量
(1) (2) (3)

Digitalproductl i + 1 Digital i + 1 Digitalproductl i + 1

AIC
0. 187∗∗∗ 1. 823∗∗∗ 0. 173∗∗∗

(4. 130) (3. 258) (3. 836)

Digital i + 1
0. 007∗∗∗

(4. 057)

_cons
- 8. 483∗∗∗ - 42. 947∗∗∗ - 8. 195∗∗∗

(- 8. 464) (- 4. 335) (- 8. 284)
Control 是 是 是

Year / Pro / Ind 是 是 是

N 4345 4344 4343
Adj. R2 0 . 193 0 . 450 0 . 202

Sobel Z p 值 — — 0. 000
　 　 注:∗∗∗表示 p < 0 . 0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1。

七、 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 A 股上市公司的产学研合作新闻报道入手,以2011—2020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

协同创新、开放式创新等理论视角,对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与边界条件进行了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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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和高校、科研院的合作,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采用

合作院校等级和高管学术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重新检验后依然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通过更换核心变量

的衡量指标、更换回归模型、考虑时间因素和排除企业策略性行为的解释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

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不仅可以通过为企业输送丰富的数字化人力资本促进数字

化转型,还可以通过赋予企业前瞻性的创新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政府在科

技人才与基础研究投入的注意力越多,产学研合作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在高新技术行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

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样本中。(4)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了产学研合作能够通过影响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促进数字化成果的产出,包括数字创新标准工作、数字创新论文数量和数字国家级奖项。

(二) 研究启示

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科技体制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从产学研合作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后果,有利于充分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

资源配置作用,有效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瓶颈约束 [8] ,同时为优化产学研合作和数字化转型相

关政策提供了根植于中国企业实践的基础。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1)完善产学研合作数字人才培养模式。高校、科研院所的数字技术攻关及智

能制造人才体系,可以赋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和高校应协同发力,以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数

字化课程改革为抓手,以企业转型需求为导向,共建大数据、脑科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协同创新中心,借
助平台优势跨界交叉培养复合型数字人才。政府则要引导校企共建数字人才培养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引进

数字经济高端人才。(2)健全产学研合作数字成果转化机制。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机制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产学研合作是促进数字化成果产出的重要

途径,融合产学研合作体系数字化人才链、技术链、创新链产出优质技术成果的同时,还要继续推动数字成

果转化落地,致力于为企业、产业和社会数字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3)加强产学研合作数字基础研究攻

关。基础研究是孕育核心技术的肥沃土壤,更是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根源 [5]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

的引领者,应充分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提供智力资本、先进知识和前沿技术的优势,加强对基础学科学

院的注意力关注和资源倾斜力度,提高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自主决策权和选题权,充分发挥政府在产学研

合作中的参与者、服务者和引导者作用。(4)优化产学研合作数字经济市场环境。组织制度环境对产学研

合作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相

关法制建设,优化数字经济人才发展和技术创新发展环境,重点加强市场化程度薄弱地区的建设工作。

(三) 研究展望

首先,尽管利用本文分析的方法对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但尚未区分

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分析。如何进一步区分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13] ,
从而更为细致地考察二者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索。其次,不
同类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例如正式合作和非正式合作 [51]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方式和影响机制有何

不同,相关研究也可以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再次,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负向关

系、非线性关系也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究。最后,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复杂的转型过程可以分

为不同阶段 [20] 。在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企业所处的情境与面临的任务均有不同,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

异,产学研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对不同的数字化转型阶段产生作用,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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